
第42卷 第9期 2020年9月 2020，42（9）：1739-1749
Resources Science
Vol.42，No.9 Sep.，2020

http://www.resci.cn

引用格式：王洁，摆万奇，田国行. 青藏高原景观生态风险的时空特征[J]. 资源科学, 2020, 42(9): 1739-1749. [Wang J, Bai W Q,

Tian G H.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s on the Tibetan Plateau[J]. Resources Science, 2020, 42(9):

1739-1749.] DOI: 10.18402/resci.2020.09.09

青藏高原景观生态风险的时空特征

王 洁 1，2，摆万奇 1，田国行 2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陆地表层格局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100101；

2. 河南农业大学风景园林与艺术学院，郑州450002）

摘 要：以1992、2001、2008和2015年4期青藏高原土地覆被数据为基础，运用ArcGIS10.5和 Fragstats4.2 等软

件，构建基于景观格局和景观脆弱度的生态风险指数，借助地统计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开展青藏高原生态

风险评价研究，分析景观生态风险的时空特征，为青藏高原土地利用生态风险防范提供科学依据。结果显示：①青

藏高原景观生态风险分布具有聚集效应，总体呈西北高东南低的梯度分布规律，这与青藏高原的自然地带性关系

密切；②1992—2015年间，青藏高原景观生态风险总体呈下降趋势，主要表现为高风险区与较高风险区面积减少，

以及低风险区与较低风险区面积扩大。变化的主要动因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青藏高原气候暖湿化过程和生态建

设对青藏高原土地覆被结构的影响；③青藏高原各地类景观生态风险值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不同地类相接的边

缘地带。低生态风险等级在林地中占比最大，高生态风险等级在裸地和冰川与雪被中占比较大。裸地和草地高生

态风险等级面积下降率最大，反映出裸地和草地变化对青藏高原景观生态风险影响最为显著，在青藏高原的生态

风险管理过程中应重点关注裸地和草地的结构和质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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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态风险评价是生态系统评估的重要研究领

域，基于土地利用/土地覆被格局的景观生态风险评

价是生态风险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景观生态风

险是指自然或人为因素影响下景观格局与生态过

程相互作用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1]，能直观反映土

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对景观组分、结构和功能的不

利影响。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对于掌握区域生态风

险的总体特征、动态趋势以及开展生态风险管理具

有重要作用。目前，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研究多以中

小尺度和人类干预较强的区域为主[2-6]，对于大尺度

和景观异质性较强的生态脆弱区的研究则相对薄

弱。本文尝试通过对青藏高原土地覆被空间格局

变化和景观异质性的空间化表达，从宏观角度综合

表征时间序列上生态系统内在变化的累积效应，探

索大尺度生态脆弱区生态风险的时空特征。

青藏高原是中国乃至亚洲重要的生态安全屏

障，在气候调节、水土保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

保护、碳蓄积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7]。由于高寒

环境的脆弱性及对外部干扰的敏感性[8,9]，使得青藏

高原成为全球变化研究的重要区域。过去几十年，

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

造成很大影响[10]，如土地覆被与景观格局的变化，以

及冰川冻土退缩、草地退化、生物多样性降低等[11]，

所产生的生态风险日益受到关注。目前对于青藏

高原的生态风险评价研究主要针对一些重点区域，

研究内容包括土壤重金属污染以及基础设施建设

造成的生态风险等[12-15]，而对高原全域的大尺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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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仍然缺乏。随着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国家战略的

实施和第二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持续推进，从宏

观角度把握高原生态系统格局和生态风险变化，对

于维护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功能，保障区域可持续发

展十分必要。本文运用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以

青藏高原全域为研究对象，定量评价青藏高原景观

生态风险的时空分布与变化特征，旨在反映近年来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青藏高原景观格局与生态

风险的影响程度，为高原土地利用生态风险防范提

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进而服务于青藏高原资源

开发与生态建设，维护其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

2 数据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包括青藏高原土地覆被图、

青藏高原边界范围图、行政边界图、地理生态区划

图等。

土地覆被数据采用欧空局（http://maps.elie.ucl.

ac.be/CCI/viewer）1992—2015年间气候变化项目土

地覆被数据集（Climate Change Initiative Land Cov-

er，简称CCI-LC），数据类型为栅格数据，栅格单元

为300 m×300 m。该数据集在现有土地覆被数据中

时间跨度较长，精度相对较高[16]。土地覆被包括耕

地、林地（森林、灌木林地、其他林地）、草地、湿地

（与水体）、建设用地、裸地、冰川与雪被等 7个一级

类型 [17]。采用 Albers_Conic_Equal_Area 投影坐标

系，利用ArcGIS10.5和Fragstats4.2软件计算青藏高

原景观生态风险指数。

研究区域采用中国科学院 A 类战略性先导科

技专项（XDA20040201）课题组统一的青藏高原边

界范围[18]，该边界在综合考虑地貌、海拔、山体完整

性等自然地理要素基础上确定，对青藏高原的范围

与边界位置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定位[19]。该边界范围

内包括西藏和青海以及四川、甘肃、云南和新疆等

省区的部分地区（图1）。行政边界采用中国科学院

资源环境数据云平台（http://www.resdc.cn）中的青

藏高原地区省市边界。涉及国界、省界部分以权威

测绘部门为准。生态地理区划图采用《中国生态地

理区域系统研究》中的结果[20]，其中将青藏高原划分

为3个温度带、4个干湿区，共计11个生态地理区[21]。

2.2 研究方法

2.2.1 评价单元划分

风险评价单元划分是生态风险评价和生态风

险空间可视化表达的重要步骤。根据研究区范围

和采样工作量，本文采用 30 km×30 km 的格网，将

青藏高原划分为3083个评价单元，计算出每个评价

单元的生态风险指数，将其作为属性值赋于各评价

单元的中心点[22]。

2.2.2 景观生态风险指数构建

青藏高原景观生态风险指数由景观干扰度指

数和景观脆弱度指数两部分构成，其中景观干扰度

指数包括景观破碎度指数、景观分离度指数和景观

优势度指数3项内容。

（1）景观干扰度指数（Ei）

景观干扰度指数可反映青藏高原不同景观类

型所受的干扰程度，本文选取景观破碎度指数、景

观分离度指数和景观优势度指数构建景观干扰度

指数[6]。

①景观破碎度指数（Ci）

景观破碎度指数表示在自然或人为干扰下，各

土地覆被类型斑块由单一连续变为复杂不连续的

过程，其值越大，表明所对应的土地覆被类型生态

系统稳定性越低[23]。公式为：

Ci =
ni

A
（1）

式中：ni为土地覆被类型 i的斑块个数；A为风险评

价单元的面积。

图1 研究区范围

Figure 1 The scope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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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景观分离度指数（Si）

景观分离度指数指单个土地覆被类型中不同

斑块分布的分离程度，其值越大，表明该土地覆被

类型在地域上越分散，分布越复杂。公式为：

Si =
ni

A
× A

2Ai

(2)

式中：Ai 为景观类型 i的面积。

③景观优势度指数（Di）

景观优势度指数表征土地覆被结构中受某一

类型支配的程度，可反映该土地覆被类型对景观格

局形成和变化影响的大小。景观优势度指数越大，

反映景观生态风险越高。公式为：

Di =
Qi + Mi

4
+

Li

2
（3）

式中：Qi为土地覆被类型 i出现的风险评价单元数

除以风险评价单元总数；Mi为土地覆被类型 i的斑

块数除以评价单元内的总斑块数；Li为土地覆被类

型 i的面积与评价单元总面积之比[23]。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出各指标后，对所得各值进

行归一化处理。结合已有研究，综合各景观指数对

景观生态风险的贡献程度，将以上景观指数的权重

分别赋值为0.5、0.3、0.2[24]。每个风险评价单元各土

地覆被类型的景观干扰度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Ei = 0.5 × Ci + 0.3 × Si + 0.2 × Di （4）

（2）景观脆弱度指数（Fi）

景观脆弱性反映了不同土地覆被类型内部生

态系统结构的易损性及景观抵御外来干扰的能力，

较高的脆弱度指数伴随着较大的生态风险。借鉴

已有研究[25]并结合青藏高原的实际情况，通过专家

打分法，确定7种土地覆被类型的脆弱性赋值，由高

到低依次为建设用地7、裸地6、耕地5、草地4、冰川

与雪被 3、湿地 2、林地 1，通过 Z-scores 标准化方法

归一化得到各土地覆被类型的 Fi 值，分别为：

0.9097、0.8949、0.8743、0.8440、0.7952、0.7048、

0.5000。

（3）景观生态风险指数（ERIk）

通过对研究区域的风险评价单元划分，将景观

指数与区域生态风险建立联系，从而得到景观生态

风险指数[22]，其公式如下：

ERIk =∑
i = 1

n Ai

A
(Ei × Fi) （5）

式中：ERIk为第 k个风险评价单元的生态风险指数

值；Ai为第 k个风险评价单元内土地覆被类型 i的面

积；A为第 k个风险评价单元的面积；Ei和Fi分别为

第 k个风险单元土地覆被类型 i的干扰度指数值与

脆弱度指数值。计算出 3083个风险评价单元的风

险值，并分别赋予各单元中心点。

2.3 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化

运用 ArcGIS10.5 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半方

差分析对青藏高原景观生态风险进行空间化表

达。通过全局空间自相关Moran’s I指数确认高原

相邻或近邻区域风险评价单元属性值是否具有关

联性。Moran’s I值介于-1~1之间，大于0表示正相

关，即高值区域与高值区域聚集，低值区域与低值区

域聚集。小于 0表示负相关，等于 0表示不相关[26]。

通过局部空间自相关（LISA）来描述高原局部小范

围内的空间变量属性值与周边单元的相似性和相

关性[27]。通过ArcGIS的地统计分析模块对点数据

进行半变异函数拟合，得到最佳拟合模型[28]。普通

克里金插值法可以依据存在空间相关性的原始数

据，对未采样区域进行线性最优估计，常用于估计

样点属性值，所得数据较平滑，连续性较强。因此，

运用普通克里金插值法分别对4期点数据进行空间

插值得到生态风险空间分布图。

3 结果与分析
3.1 青藏高原景观生态风险空间表达

青藏高原 4 期（1992 年、2001 年、2008 年、2015

年）景观生态风险的Moran’s I指数分别为 0.7273、

0.6548、0.7332、0.7328，均大于0，反映青藏高原景观

生态风险相邻空间单元属性值相似程度较高，具有

较强的正相关性，风险值分布在空间上呈较强的聚

集效应，相互之间存在影响。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结果显示，整个高原景观生态风险值的空间分布主

要表现为，高值在高原西北部地区和东北部小范围

地区聚集，低值主要在高原东南部区域聚集。

半方差分析过程中，4种模型（球状模型、指数

模型、高斯模型和线性模型）的拟合结果表明，4个

时段最理想的拟合模型均为指数模型。采用指数

模型拟合结果，通过普通克里金插值法对景观生态

风险指数进行空间插值，生成 4期景观生态风险分

布图。运用自然断点法将 2015年的生态风险值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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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 个等级：低风险（ERI＜0.1282）、较低风险

（0.1282≤ERI＜0.1594）、中等风险（0.1594≤ERI＜

0.1803）、较高风险（0.1803≤ERI＜0.2060）、高风险

（ERI≥0.2060），其他 3期数据均采用 2015年的分级

区间，便于 4期数据的比较分析。图 2可以看出青

藏高原4个时间点的景观生态风险具有相似的结构

与分布特征。在风险等级构成中，中等风险区所占

的面积比例最高，其次是较低风险区，低风险区比

例最小。风险等级空间分布总体呈西北高东南低

的梯度规律。高风险区与低风险区分别位于两端，

较高风险区主要分布于高风险区周围，较低风险区

主要分布于低风险区周围，中等风险区和较低风险

区分布最为广泛。

3.2 青藏高原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特征

3.2.1 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格局

从 2015年青藏高原景观生态风险的地域分布

看，高风险区主要分布于高原西北部的喀什、和田、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大部分地区、阿里和那曲的

北部地区以及高原东北的湟水谷地部分区域。这

是因为这些地区大部分自然生态环境脆弱性高，植

被生长条件差，裸地分布较多，土地覆被破碎化程

度和分离度均较高，从而导致生态系统风险偏高。

湟水谷地区域则是由于人类活动集中，建设用地和

耕地分布较多，景观干扰度较高，从而导致土地覆

被格局上的高风险。较高风险区主要分布于日喀

则西部边缘区和南部小部分区域、拉萨市和西宁市

及玉树和海西部分地区。中等风险区域位于较低

风险区与较高风险区的过渡区域，分布最为广泛，

主要分布于阿里南部、那曲西部、昌都北部、阿坝和

甘孜西北部、日喀则、玉树、海西、果洛大部分地

区。低风险区集中分布于高原的东南部，包括云

南、西藏林芝大部分区域和西藏山南、昌都东南部、

四川甘孜阿坝东南部区域，另外，青海湖和纳木错

区域属于大面积湖泊区，脆弱性和破碎度指数较

图2 青藏高原4期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图

Figure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for four phases

注：克孜指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巴音郭楞指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海东指海东地区；海南指海南藏族自治州；海西指海西蒙古族藏

族自治州；海北指海北藏族自治州；玉树指玉树藏族自治州；黄南指黄南藏族自治州；果洛指果洛藏族自治州。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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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景观格局生态风险也较低。较低风险区除分布

于低风险区周边外，在河湖分布众多的西藏那曲地

区的中部及东南部和草地面积占比较大且连接度

较好的青海省东部和东北部也有较大面积的分布。

青藏高原景观生态风险的空间分布特征与生

态地理区具有较好的相关性。统计结果（图 3）显

示，低风险区主要分布在湿润地区、湿润/半湿润地

区，较高风险区和高风险区主要分布于半干旱和干

旱地区。研究结果表明 2015年青藏高原景观生态

风险低风险区在湿润地区、湿润/半湿润地区的占比

最大，分别为99.4%、43.3%；较低风险区有96%分布

于湿润/半湿润、半湿润及半干旱地区，在干旱地区

仅有4%的分布。中等风险区除在湿润地区外其他

区域均有分布，且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分布面积最

大，占总面积的 70.1%。较高风险区除在湿润地区

外，在其他区域均有分布，其中有64.4%的区域位于

干旱地区。高风险区仅分布于干旱地区与半干旱

地区，其中有85.6%分布于干旱地区，其余分布于半

干旱地区。

3.2.2 不同土地覆被类型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

由于每个风险评价单元景观生态风险指数值

是由各地类景观生态风险值加和所得，现将各土地

覆被类型的生态风险值赋予其对应的风险评价单

元，则可对不同土地覆被类型景观生态风险的空间

分布特征加以分析。2015年不同土地覆被类型景

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表明（图 4），由于不同土地覆

被类型在高原的聚集区域和空间格局不同，地类间

的景观生态风险分布特征存在较大差异。耕地主

要在西宁市、海东、海南南部、玉树中部、果洛东北

部、甘孜北部、那曲东南部等地表现出较高的生态

风险。林地主要在青藏高原的东南部集中分布，其

景观生态风险的高风险区域主要位于西宁市、海东

及玉树中东部。草地是青藏高原最主要的土地覆

被类型，其景观生态风险在高原西北部与东部边缘

地区呈现出相对较高的状态，前者与西北部自然生

态环境高度脆弱关系紧密，后者可能更多受密集人

类活动的影响。湿地的风险分布较为分散，高风险

区主要分布于阿坝北部的若尔盖地区。建设用地

在整个高原范围内所占面积很小，且较为分散，高

风险区在“河湟谷地”和“一江两河”区域聚集明

显。裸地的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和田、巴音郭楞、

阿里、那曲北部及喀什中部大部分地区，该区域处

于裸地分布较集中地区的边缘地带，这些地区由于

植被稀少，使得裸地空间破碎化现象严重。高原冰

川与雪被的高风险区主要集中在昌都西南部和喀

什北部，这些地区由于冰川退缩，使得冰川与雪被

斑块分离破碎，表现出了较高的生态风险。

3.3 青藏高原景观生态风险时空变化特征

3.3.1 景观生态风险等级变化与转移

1992—2015年间，青藏高原景观生态风险平均

值从0.1693下降到0.1661，下降率为1.89%，生态风

险总体呈下降趋势，主要表现为高风险区与较高风

险区面积缩小，以及低风险区与较低风险区面积扩

大，其中前者更为明显。24年间，高风险区与较高

风险区面积之和共减少 130492.1 km2，两者占比共

下降 5.06% 。分阶段看，1992—2001 年间下降

1.56%，2001—2008年间下降 2.62%，2008—2015年

间下降 0.88%，经历了较快和缓慢的变化过程。24

年间，低风险与较低风险区域的总面积增加

71096.49 km2，比例上升 2.76%，变化幅度小于高风

险区与较高风险区。同时期，中等风险等级面积增

加59446.2 km2，占比增加了2.31%（表1）。

青藏高原景观生态风险等级变化主要是相邻

风险等级间的转移。对 1992—2015年景观生态风

险等级转移矩阵（表 2）的分析表明：1992—2015年

间，高原全域 85%的区域景观生态风险等级未改

变，风险等级上升的区域有46447.47 km2，占总面积

的1.8%，风险等级下降的区域有339851.4 km2，占总

面积的13.2%。其中较低风险区与低风险区之间存

在相互转化，跨风险等级的转化很少发生。

图3 2015年青藏高原景观生态风险各等级在干湿区占比

Figure 3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levels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s

in the arid and humid areas of the Tibetan Plateau,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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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变化特征

通过ArcGIS空间分析中的栅格计算器进行图

层运算，得到1992—2015年间景观生态风险等级空

间变化图（图5），其中改善区为风险等级降低区域，

恶化区为生态风险等级升高区域，稳定区为生态风

险等级未发生变化的区域。图 5显示，1992—2015

年青藏高原大部分区域景观生态风险处于稳定状

态，改善区域明显多于生态风险恶化区域，各风险

等级的边缘地带是较易发生改变的区域。恶化区

域主要分布于日喀则东北部、那曲北部少数地区、

以及昌都、玉树、甘孜三地交接处和河湟谷地部分

区域。其中，河湟谷地区域是人类活动密集地区，

图4 2015年青藏高原各土地覆被类型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

Figure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s by land cover type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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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建设用地、草地、裸地交织变化，降低了景观

连续性，从而出现景观生态风险增加趋势。改善区

域主要分布于海西大部分区域、阿坝和甘孜中部及

阿里东南部地区。柴达木盆地周边地带改善区集

中分布，直接原因在于裸地减少，原本破碎分离的

斑块连接成片，使该区域景观结构得到改善。以林

地、耕地和草地为主的三江并流区景观格局稳定向

好，高生态风险等级区域面积有降低趋势，低生态

风险区面积局部增加。

3.3.3 不同土地覆被类型景观生态风险变化

基于各风险评价单元不同土地覆被类型的景

观生态风险值，分别求出1991年、2001年、2008年、

2015年每个土地覆被类型 3083个风险评价单元的

平均值（表 3）。1991—2015年间，不同地类间景观

生态风险平均值的排序未发生改变，从大到小的排

列顺序均为草地、裸地、林地、耕地、湿地和建设用

地，但该时期不同地类生态风险平均值的变化方向

和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其中，裸地与草地的景观生

态风险平均值表现为下降趋势，分别下降 6.14%和

1.33%，对高原景观格局的改善贡献最大。其他地

类的景观生态风险平均值均呈上升趋势，其中建设

用地上升216.67%，变化最为明显。其次为耕地，上

升 4.87%。可见，青藏高原景观生态风险的总体下

降主要受到草地、裸地两个景观要素类型的影响，

虽然建设用地变化幅度最大，但由于所占面积比例

很小，其影响并不大。

根据青藏高原 4期景观生态风险等级分布图，

分别提取各土地覆被类型所对应区域的景观生态

风险等级分布情况，结果显示：不同地类的风险等

级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其中，耕地、草地、湿地以中

等风险等级和较低风险等级为主，二者占比之和分

表2 1992—2015年青藏高原景观生态风险等级转移矩阵

Table 2 Transfer matrix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level of the Tibetan Plateau, 1992-2015

生态风险等级

1992年不同生态

风险等级面积/km2

低风险区

较低风险区

中等风险区

较高风险区

高风险区

2015年不同生态风险等级区面积/km2

低风险区

253954.70

38419.56

0.00

0.00

0.09

较低风险区

278.19

538572.30

100555.50

0.00

0.00

中等风险区

0.00

29509.65

802184.00

139230.10

0.00

较高风险区

0.00

0.00

8738.10

308338.40

61646.22

高风险区

0.00

0.00

0.00

7921.53

286611.30

表1 1992—2015年青藏高原生态风险等级面积及比例

Table 1 Area and proportion of ecological risk classes of the Tibetan Plateau, 1992-2015

生态风险等级

低风险区

较低风险区

中等风险区

较高风险区

高风险区

1992年

面积/km2

254232.9

606501.5

911477.6

455490.0

348257.6

比例/%

9.87

23.54

35.38

17.68

13.52

2001年

面积/km2

253449.2

595728.1

963214.3

448225.7

315342.4

比例/%

9.84

23.13

37.39

17.40

12.24

2008年

面积/km2

293864.9

631298.3

954706.9

412036.5

284053.1

比例/%

11.41

24.51

37.06

16.00

11.03

2015年

面积/km2

292374.4

639406.0

970923.8

378722.7

294532.8

比例/%

11.35

24.82

37.69

14.70

11.43

图5 1992—2015年青藏高原景观生态风险变化

Figure 5 Change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199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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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77.67%、75.31%和 72.34%；林地主要为低风险

等级，占比达 63.72%，而高风险等级仅占 0.81%；建

设用地主要以中等风险等级和较高风险等级为主，

总占比达58.75%；裸地主要为较高风险等级和高风

险等级，低风险等级面积仅占0.16%；冰川与雪被风

险分布较均匀，但高风险等级相对较高，面积占比

为 26.51%。除建设用地高风险等级的面积上升率

为 4.82%外，其他地类中的高风险等级面积均呈减

少态势。其中，林地、湿地和草地中的高风险等级

与较高风险等级面积下降率最高，分别为 22.78%、

19.63%和19.52%。从风险等级的变化来看，除建设

用地外，其他土地覆被类型的高生态风险等级面积

占比均有所减少，其中，耕地减少 0.47%，林地减少

0.21%，草地减少 1.8%，湿地减少 1.35%，裸地减少

3.64%。而建设用地的高生态风险等级占比在1992

年到 2001 年增加了 21.24%，主要由于建设用地扩

张，使得其周围土地破碎化；2001年到 2015减少了

16.19%，主要由于建设用地持续扩张形成连片，破

碎度下降。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论

青藏高原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规律与高原

自然地带性具有很好的相关性。青藏高原从东南

至西北方向，随着海拔不断升高，温度逐渐降低，降

水逐渐减少，自然生态系统类型从森林、高寒草地、

高寒荒漠，过渡到裸地和冰川，景观脆弱度不断增

加，景观生态风险随之升高。因此，青藏高原景观

生态风险的分布特征主要受自然因素影响，人类活

动的作用仅在部分区域较为突出。这为生态风险

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在人类活动较弱区域，生态

风险管理措施以自然保育为主，维护生态系统的健

康稳定；在人类活动密集的区域，如“湟水谷地”“一

江两河地区”等，应重点关注建设用地和耕地扩张

等导致的生态风险增加[29]，通过合理的土地利用规

划和适度生态工程措施降低生态风险等级。

青藏高原景观生态风险等级的梯度分布规律

与其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关系密切。1992—2015年

间高原总体景观生态风险值呈现下降态势，空间分

布表现出总体下降，局部地区上升的特点。而对青

藏高原土地覆被变化及植被绿度等相关研究表明，

高原植被覆盖度总体增加[30,31]，草地生长季NDVI呈

上升趋势[30]，生态质量整体好转，局部退化[32]。土地

覆被变化趋势从一个侧面验证了景观生态风险变

化特征的合理性。土地覆被和景观生态风险变化

的主要动因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青藏高原气候暖

湿化过程[33,34]和生态建设取得的成效。例如，近 30

年来，国家针对青藏高原相继出台退牧还草、生态

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建设

等一系列生态保护政策措施，成效评估结果显示，

包括高原生态系统结构在内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

改善，土地覆被状况持续好转[35,36]，从而使高原景观

生态风险呈稳定和下降态势。

景观生态风险的时空特征具有明显的尺度效

应，采用不同的研究尺度，研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

程度的差异。本文基于欧空局 1992—2015年间气

候变化项目土地覆被数据集（CCI-LC），空间分辨率

为 300 m×300 m，研究结果反映的是青藏高原宏观

层次的景观生态风险特征及其变化过程，对于某些

表3 1992—2015年青藏高原不同土地覆被类型生态风险平均值变化情况

Table 3 Change in average value of ecological risks of different land cover type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1992-2015

年份

1992

2001

2008

2015

1992—2015年风险指数变化率/%

耕地

0.00596

（0.00025）

0.00643

（0.000264）

0.00644

（0.000265）

0.00625

（0.000259）

4.87

林地

0.01268

（0.000424）

0.01303

（0.000433）

0.01299

（0.000433）

0.01291

（0.000432）

1.81

草地

0.10940

（0.000820）

0.10674

（0.000836）

0.10674

（0.000843）

0.10795

（0.000844）

-1.33

湿地

0.00134

（0.000130）

0.00132

（0.000128）

0.00133

（0.000128）

0.00136

（0.000130）

1.49

建设用地

0.000018

（0.000005）

0.000038

（0.000003）

0.000043

（0.000002）

0.000057

（0.000002）

216.67

裸地

0.03600

（0.000923）

0.03519

（0.000915）

0.03458

（0.000917）

0.03379

（0.000911）

-6.14

注：（）内为均值标准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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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区域或面积占比较小的土地类型（如建设用

地）的风险特征则难以准确刻画。此外，景观生态

风险的时空特征受土地覆被分类方法和详细程度

的影响较大。本文通过对欧空局土地覆被数据进

行重分类处理，最终将高原土地覆被类型分为七大

类，研究结果反映了主要土地覆被类型所组成的景

观格局风险特征，如果采用更多的土地覆被类型，

所反映的景观格局、风险特征及评价结果会有所

不同。

4.2 结论

本文基于青藏高原 1992、2001、2008、2015年 4

期土地覆被数据开展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研究，结果

表明：

（1）青藏高原景观生态风险值的空间分布呈聚

集状态，高值主要在高原西北部聚集，低值主要在

高原东南部聚集，总体呈西北高东南低的梯度分布

规律。高风险区主要分布于高原的西北部、柴达木

盆地东缘及东北部的湟水谷地区域，低风险区集中

分布于高原的东南部，中等风险区分布于高原中东

部和西南部大部分区域，这种生态风险的梯度分布

规律与青藏高原的自然地带性关系密切。

（2）1992—2015 年间，青藏高原景观生态风险

呈总体下降趋势，生态风险平均值下降1.89%，生态

状况整体好转，主要表现为高风险区与较高风险区

面积减少，以及低风险区与较低风险区面积扩大，

与青藏高原土地覆被变化特征具有很好的一致性。

（3）青藏高原景观生态风险在地类间的分布与

变化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各地类景观生态风险由

大到小依次为草地、裸地、建设用地、耕地、冰川与

雪被、林地、湿地。其中，裸地和草地景观格局变化

对青藏高原景观生态风险影响最为显著。在青藏

高原的生态风险管理和生态建设过程中，应重点关

注裸地、草地和冰川与雪被的结构和质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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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WANG Jie1, 2, BAI Wanqi1, TIAN Guohang2

(1. Key Laboratory of Land Surface Pattern and Simulation,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Colleg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Art,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2,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land cover data of the Tibetan Plateau in 1992, 2001, 2008, and 2015 and

ArcGIS 10.5 and Fragstats 4.2 software, this research built an ecological risk index based on

landscape pattern and landscape vulnerability, and used geo-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s to conduct an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for the Tibetan Plateau,

then analyzed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s. It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prevention of land use ecological risks of the Tibetan Plateau.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has an spatial

aggregation effect. On the whole, the risk in the northwest is high, while it is low in the southeas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atural terrain of the Tibetan

Plateau, which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2) From 1992 to 2015, the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s of the Tibetan Plateau showed a downward trend,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reduction of the high and the medium-high risk areas,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low

and the medium-low risk areas. The main reason for this change is the influence of the warming and

wetting process of the Tibetan Plateau an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n the land cover structure since the

1990s. (3)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istrib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change on the Tibetan Plateau. The regions with higher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values mainly exist in the marginal areas where different terrains meet. Forest land has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f low ecological risk areas, while barren land, glacier, and snow cover have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f high ecological risk areas. The declining rate of barren land with high ecological risk

grade was the highest, followed by grassland, which reflect that the change of barren land and

grassland had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s of the Tibetan Plateau.

Key words: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landscape pattern;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Tibetan Plateau

1749


